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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典型的中国家庭分工中母亲通常较多地承担照料子女的责任， 尤其在子女升学

前， 母亲往往会加大时间、 精力的投入， 因此可能不得不承受一定的劳动损失。 本文从就

业概率和劳动时间两个维度对此进行了论证和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 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

亲的就业概率降低 ４􀆰 ４７％ 、 周工作时间减少 ３􀆰 ２６ 小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子女升学压力给母亲带来的劳动损失。 进一步分析表明， 母亲劳动损失主要发生在

子女中、 高考阶段， 数字普惠显著地缓解了子女面临中、 高考阶段压力时母亲的劳动损失，

即中年女性群体能获得更多的补偿。 本文补充了对隐性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 验证了数字

普惠对女性群体的惠及作用， 从而为数字普惠金融和女性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研究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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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家庭一向重视子女教育， 近年来对家庭教育的投资逐步增加， 甚至出现 “内卷

化” 趋势。 家庭在子女正常的上学费用、 课外辅导费用等方面的显性投入不断增加 （刘

利利、 刘洪愧， ２０２０）， 因子女教育而牺牲工作机会、 工作时间等隐性投入也逐渐受到广

泛关注 （陈芷凡， ２０２１； 田北海、 黄政， ２０１９）。 在中国 “男主外、 女主内” 的传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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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 母亲很可能是上述隐性投入的主要承担者。 前程无忧发布的 《２０１９ 国内家庭子

女教育投入调查》 指出， ７８􀆰 ３％的中国家长愿意为孩子的教育牺牲个人生活， 且与父亲

相比， 母亲更可能专职照顾子女教育。 因此， 子女教育压力为女性带来的劳动损失比男

性更显著 （王伟同等， ２０２１）。 女性因陪护子女减少劳动时间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 一方

面会增加家庭整体收入的不确定性 （Ａｔｔａｎａｓｉ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女性职业

技能下降、 缺乏自信、 信息闭塞等 （Ｒｕｓｓｅｌｌ ＆ Ｏ􀆳Ｃｏｎｎｅｌｌ， ２００４）， 从而不利于其个人的职

业发展， 进而加剧职场中的性别失衡， 造成大量女性人才的潜在流失。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取得了快速发展 （黄益平、 黄卓， ２０１８）， 极大便利了居民生

活， 减少了居民日常生活中办理诸多事务的时间 （易行健、 周利， ２０１８）， 这可能会为

母亲节省一部分用于照顾子女的时间。 此外，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催生了多样的灵活

就业机会 （谢绚丽等， ２０１８）， 可以方便母亲选择灵活就业， 从而减少母亲因子女升学

而面临的劳动损失， 即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能会减少女性因子女升学引起的劳动损

失。 从已有文献来看，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其与家庭或企业的经济活

动 （马香品， ２０２０； 唐松等， ２０２０； 张勋等， ２０１９）、 区域经济发展 （张勋等， ２０１９）
等各方面的关系， 专门讨论数字普惠对女性群体惠及作用的文献较少①。

基于此， 本文首先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 研究母亲因子女处于升

学阶段而面临的劳动损失； 然后结合同期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讨论在

子女处于升学阶段时数字普惠对母亲劳动损失的缓解作用， 验证可能存在的补偿效应。
本文潜在的贡献包括： 一是补充了对家庭教育负担的研究， 验证了升学压力给母亲带

来劳动损失的主要表现形式； 二是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济行为影响的研究，

验证其对于女性群体的积极作用； 三是细化了不同教育阶段劳动损失与补偿的研究，
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年母亲群体的补偿效应， 为其惠民之处提供新的观察视角。

二　 文献回顾

（一） 有关家庭教育投资 ／负担的研究

家庭教育投资包括显性投资和隐性投资。 前者指家庭在教育上的现金性支出， 后

者指家庭以投入更多时间陪护子女等方式所进行的教育投资 （王伟同等， ２０２１）。 家庭

收入 （万相昱等， ２０１７）、 就业行为 （叶静怡等， ２０１７ ）、 住房价值 （陈永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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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政府补贴 （Ｇ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和个人所得税改革 （刘利利、 刘洪愧， ２０２０）

等因素均能显著影响家庭预算约束， 进而影响家庭的显性教育投资。 隐性投资不直接

涉及资金支出， 主要是以家庭放弃潜在收入的方式实现。 具体而言， 在给定有效劳动

时间的情况下， 家庭如果增加子女的陪伴时间， 就不得不牺牲从事生产性劳动的时间，

从而影响家庭收入。 在父母之间， 母亲往往更有可能是这种隐性教育投资的主要承担

者， 因此会因照料子女教育而产生收入损失 （Ｂｅｃｋｅｒ， １９８５）、 减少劳动参与 （杜凤莲、
杨鑫尚， ２０２１）。 Ｔａｋａｋｕ （２０１９） 的研究表明， 子女进入小学会使母亲劳动参与率和工

作时间显著下降。 智利在 １９９６ 年颁布了 “延长 ８ ～ １７ 岁学生在校时间” 政策， 此政策

实施前后的智利社会经济家庭调查数据证实了该政策显著促进母亲的劳动参与

（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韩国统计厅 ２００６ 年的全国家庭调查资料显示， 低收入家庭女

性就业率随子女校外教育费用的增加而增加， 而高收入家庭女性就业率随子女校外教

育费用的增加而减少 （南国铉、 李天国， ２０１４）。
聚焦中国， 受 “男主外、 女主内” 传统观念的影响， 女性通常承担更多家庭内部

的非生产性责任。 因此， 女性往往面临更严重的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的两难选择 （程
璆等， ２０１７）。 例如， 母亲工作时间增加将导致子女健康状况变差 （刘靖， ２００８）， 照

管儿童会降低女性非农就业 （熊瑞祥、 李辉文， ２０１７） 等。 这些研究均关注到了养育

子女的隐性成本， 但都把子女抚养和子女教育的投入合并起来进行衡量。 杜凤莲和杨

鑫尚 （２０２１）、 王伟同等 （２０２１） 利用子女升学考试这一事件构建关于子女升学压力的

准自然实验， 检验了子女处于升学阶段时父母面临的劳动损失， 即检验了子女升学压

力可能引致的隐形教育投资。 前者证明了子女升学会降低父母的劳动参与率， 父亲和

母亲分别以减少劳动时间或放弃工作来适应子女升学； 而后者聚焦母亲的收入损失，
研究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月收入显著下降 １９％ 。

基于此， 本文细化女性劳动损失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 即工作时长和劳动参与，
并构建模型讨论子女升学压力对母亲劳动损失的影响。

（二）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家庭经济行为的研究

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经济行为关系的研究中， 已有文献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

增加家庭收入 （张勋等， ２０１９）、 促进家庭消费 （马香品， ２０２０）、 促进家庭消费结构

升级、 降低恩格尔系数等 （江红莉、 蒋鹏程， ２０２０）。 但具体到家庭成员的经济行为，
或专门从性别角度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济行为影响的研究还较为有限。 Ｓｗａｍｙ
（２０１４） 利用印度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贫困家庭中女性收入的促

进作用远大于对男性收入的促进作用。 Ｄｕｐａｓ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２００９） 的研究表明金融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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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显著影响女性的经济行为， 而对男性则不存在显著影响。 Ｒｅｙ⁃Ｍａｒｔí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指

出， 数字普惠中的 “数字” 特性可以打破时空限制，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女性工作与家庭

的矛盾， 释放女性的创业意愿。 国内的一些实证结果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女性就业的

正面影响大于对男性的影响 （方观富、 许嘉怡， ２０２０）， 对促进女性收入的积极作用也更

大 （易行健、 周利， ２０１８）， 还可以显著提高女性创业的概率 （强国令、 滕飞， ２０２２）。
数字普惠还可以打破消费的地理限制 （焦瑾璞， ２０１４）， 原本只能前往特定环境

才能进行特定消费的情况有所缓解， 母亲可以在工作间隙或通勤时购物， 从而缩短照

顾子女所需时间。 数字普惠金融使得交易更加便利， 减少了购物时间。 居民如果能够

节省购物时间， 就可以增加闲暇， 从而影响消费者效用 （ＭｃＣａｌｌｕｍ ＆ Ｇｏｏｄｆｒｉｅｎｄ，

１９８９）。 居民可以将增加的闲暇时间用来补偿原本由于子女升学压力带来的劳动时间

损失， 从而带来收入的补偿效应。 此外， 数字普惠金融还可以促进女性创业， 从而缓

解因子女升学面临的劳动损失。 一方面， 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融资的门槛和成本， 缓

解了流动性约束难题， 从而增加了女性的创业意愿 （强国令、 滕飞， ２０２２）。 另一方

面， 由于已婚已育女性更青睐自由的工作方式和灵活的工作场所 （江求川、 代亚萍，

２０１９）， 数字普惠为该群体带来了平台就业、 远程工作等更多灵活就业的可能性。
基于此， 本文将讨论数字普惠对子女升学阶段母亲面临的劳动损失的补偿机制，

通过调节效应检验 “补偿” 的存在。

三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及相关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家庭跟踪调

查 （ＣＦＰＳ）。 该调查涵盖了中国除香港、 澳门、 台湾、 新疆、 西藏、 青海、 内蒙古、
宁夏、 海南以外的 ２５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对全国具有代表性。 调查包括了成年

人劳动参与的相关问题、 子女与父母的家庭信息、 子女所处年级等信息， 保证了本文

研究所需变量的可获得性。 该调查自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年间每两年进行一次，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 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 第一， 将符合特

定教育阶段的子女样本和其父母信息进行匹配， 形成包含父母劳动信息和子女所在年

级信息的匹配数据库； 第二， 剔除女性年龄大于 ５５ 岁及单亲母亲样本， 这主要是因为

退休女性及单亲母亲在劳动供给决策上与劳动年龄阶段的在婚女性不同； 第三， 仅保

留城市户籍女性样本， 因为一般来讲， 城市女性更重视子女教育， 子女升学引致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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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隐性劳动投入也可能更大。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母亲是否面临子女升学压力”。 如果子女的教育阶段处于

六年级 （面临小升初）、 初三 （面临中考） 或高三年级 （面临高考）， 则视为母亲面临

子女升学压力， 取值为 １； 如果子女处于升学阶段之后的年级 （即初一、 高一或大

一）， 则该变量取值为 ０。 尽管子女在各阶段升学前后均有若干年处于无升学压力的状

态， 但为了保证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规模一致， 本文仅选择升学后一年内的年级阶段

作为无升学压力组。 样本的筛选结果显示， 各阶段人数分布较为平均， 有升学压力与

无升学压力的样本数量相差不大 （见表 １）。

表 １　 样本的年级分布

目前就读年级 样本数量 百分比 （％ ） 累计百分比 （％ ）

六年级 ３７５ １８􀆰 ６９ １８􀆰 ６９

初一 ４０３ ２０􀆰 ０９ ３８􀆰 ７８

初三 ３６１ １８􀆰 ００ ５６􀆰 ７８

高一 ３３７ １６􀆰 ８０ ７３􀆰 ５８

高三 ３５２ １７􀆰 ５５ ９１􀆰 １３

大一 １７８ ８􀆰 ８７ １００􀆰 ００

合计 ２００６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数据计算得到。

基准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是母亲的劳动损失， 具体体现在两个维度： 母亲的就业

状态和工作时长。 本文没有选择更加直接的收入水平， 主要出于三点考虑。 一是 ＣＦＰＳ

提供了个人工资性收入数据， 但只限于从事受雇劳动的母亲， 对于从事自雇性劳动的

母亲， 该项数据为空值。 因此， 这一数据无法全面衡量母亲的劳动损失。 而是否就业

和工作时长这两个因变量则不涉及母亲的工作性质， 即无论是自雇还是受雇状态， 母

亲均可以回答这两个问题。 二是个人收入对受访者来说更触及隐私， 有可能存在高报、

低报或不报的现象， 而是否就业和工作时长是母亲劳动损失的一体两面。 从工作性质

看， 对于在体制内、 国企就业的母亲， 工作较为稳定， 薪资与绩效挂钩弱， 她们可能

更加倾向于缩减工作时长。 在私人部门工作或自雇的母亲， 其收入乃至就业机会与绩

效挂钩， 照顾子女会减少其劳动投入， 从而降低这类母亲的就业概率。 在子女升学压

力较大时， 母亲可能会选择投入更大的 “辞职陪读” 或投入较小的 “减少工作时间”

以陪伴子女。 三是 ＣＦＰＳ 在收集个人工资性收入时询问的是该成人过去 １２ 个月的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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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鉴于问卷调查的时间主要在当年 １０ 月至次年 ４ 月， 如果要构建子女升学前和升学后

的对比， 需要在样本选择时滞后一年， 即筛选当前处于初一和初二、 高一和高二、 大一

和大二的子女样本。 而是否就业和工作时长则同步反映受访者的劳动参与和供给情况。

综上， 本文选择是否就业和周工作时长作为因变量考察母亲面对子女升学压力时的劳动

损失。 由于是否就业为二值因变量， 本文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估计。 工作时长为连续变

量， 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 方法进行估计。

在控制变量方面， 参考陈昊 （２０１５ ）、 王伟同等 （２０２１ ）、 熊瑞祥和李辉文

（２０１７） 等研究女性劳动参与的文献， 本文控制了母亲个体层面的相关变量， 如教育水

平、 年龄、 是否发生户口迁移以及是否有医保等。 同时控制了子女层面的相关信息，

如是否为独生子女和子女性别。 由于郭晓杰 （２０１２）、 赵婷 （２０１９） 等研究指出配偶相

关条件也会影响女性劳动参与， 因此本文还控制了父亲个人层面的相关特征， 包括父

亲户籍、 年龄、 收入和教育水平。 此外， 本文还控制了家庭特征和省级层面的社会经

济指标。 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主要生活来源、 购房费用以及本户居住人数。 在省级宏观

指标方面， 本文参考先前研究， 使用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 控制了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 产业结构、 城市化水平、 贸易开放程度和就业率等 （冯其云、 朱彤， ２０１３； 李

晓栋、 万诗婕， ２０２２； 刘爱玉， ２０１８； 陆铭等， ２０１２）。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样本中一半左右的家庭面临子女升学的压力， 但母亲的就业率

较高， 接近 ８５％ ， 周工作时间也接近全职工作状态， 超过 ３８ 小时。 其他变量的情况基

本符合预期。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因变量
母亲是否就业 ０􀆰 ８４７ ０􀆰 ３６０ ０ １ １９８５

母亲周工作时间 （小时） ３８􀆰 ６６７ ３２􀆰 ９２６ ０ １６８ ２００６

自变量 升学压力 ０􀆰 ５４２ ０􀆰 ４９８ ０ １ ２００６

调节变量
数字金融指数 ／ １００ １􀆰 ９２６ ０􀆰 ７７４ ０􀆰 ７５９ ３􀆰 ７７７ ２００６

移动支付指数 ／ １００ １􀆰 ６９３ ０􀆰 ８５２ ０􀆰 ３６３ ３􀆰 ７９５ ２００６

子女特征控制变量
子女性别 ０􀆰 ５０８ ０􀆰 ５００ ０ １ １９９０

是否为独生子女 ０􀆰 ４２９ ０􀆰 ４９５ ０ １ ２００６

母亲特征控制变量

母亲教育水平 ２􀆰 ９９４ １􀆰 ３２３ １ ７ １９８０

母亲年龄 ４１􀆰 ５４７ ４􀆰 ２７４ ２７ ５５ ２００６

母亲是否有医保 ０􀆰 ９０５ ０􀆰 ２９４ ０ １ ２００６

母亲是否发生户口迁移 ０􀆰 １４４ ０􀆰 ３５１ ０ １ 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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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父亲特征控制变量

父亲年收入 （万元） ２􀆰 ８０５ ３􀆰 ３６５ ０ ５０ １８２９

父亲教育水平 ３􀆰 ２７５ １􀆰 ２４０ １ ７ １９８０

父亲年龄 ４３􀆰 ０９８ ４􀆰 ５８３ ２８ ６８ ２００６

父亲户口 ０􀆰 ９７５ ０􀆰 １５７ ０ １ １９７７

父亲是否发生户口迁移 ０􀆰 １４２ ０􀆰 ３４９ ０ １ １９６７

家庭特征控制变量

家庭主要生活来源 １􀆰 ４９８ ０􀆰 ９５４ １ ５ ２００６

购房费用 （百万元） ０􀆰 ６１６ １􀆰 ３３３ ０ ３１ ２００２

本户居住人数 ４􀆰 ３３０ １􀆰 ４６８ １ １４ ２００６

省份特征控制变量

各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４􀆰 ９７９ ２􀆰 ５４８ １􀆰 ８９５ １５􀆰 ０９６ ２００６

产业结构 ９􀆰 ２５８ ４􀆰 ７６０ ０􀆰 ２９１ ２３􀆰 ３６２ ２００６

城市化水平 ５７􀆰 ６０５ １３􀆰 ３４２ ３６􀆰 ２９８ ８９􀆰 ２９９ ２００６

贸易开放程度 ５􀆰 ４１１ ５􀆰 ６６３ ０􀆰 ４８３ ２１􀆰 ４５１ ２００６

就业率 ２１􀆰 ４９０ ４􀆰 １６２ １２􀆰 ９２７ ４２􀆰 ９１８ ２００６

　 　 注： 母亲 ／ 父亲教育水平 １ ～ ７ 分别为文盲 ／ 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 ／ 中专 ／ 技校 ／ 职高、 大专、 大学本科、
硕士； 父亲户口变量， 城镇为 １， 农村为 ０。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

得到。

（二） 研究设计

本文首先检验 “失去”， 即女性因子女升学而面临的劳动损失； 然后再检验 “补

偿”， 即数字普惠对这一损失的缓解作用。 家庭隐性教育投入， 即 “失去” 的存在已经

得到相关研究的支持 （杜凤莲、 杨鑫尚， ２０２１； 王伟同等， ２０２１）。 但这一 “失去” 的

不同实现方式、 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 还需要更深入细致地探讨。 一般来说， 家庭

在子女临近升学前会产生更大的教育焦虑。 为了让子女在升学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家长尤其是母亲会高度重视此时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利用子女升学压力带来的外生教

育投入波动， 可以将隐性教育支出从抚养子女所进行的整体隐性支出中剥离出来， 从

而形成有效识别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的准自然实验环境。 参考王伟同等 （２０２１） 的

识别策略， 本文选取面临和不面临升学压力的子女形成实验组和对照组， 对母亲的隐

性教育支出进行测度。 利用升学前后所在年级样本构建对照组， 可以准确识别母亲因

此产生的劳动损失， 进而验证和刻画子女教育投入对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束缚

作用。

基于以上考虑， 本文构建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模型 （１） 检验是否面临升学压力对母亲劳动

参与的影响， 构建 ＯＬＳ 模型 （２） 检验是否面临升学压力对母亲劳动时长的影响。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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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设置如下：

Ｐｒｏｂ（Ｍｅｍｐｌｏｙｉｃｔ ＝ １） ＝ Ｇ（α ＋ β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ｃｔ ＋ δ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ｃｔ ＋ θｃ ＋ μｔ ＋ εｉｃｔ） （１）
Ｍｗｏｒｋｈｏｕｒｉｃｔ ＝ α ＋ β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ｃｔ ＋ δ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ｃｔ ＋ θｃ ＋ μｔ ＋ εｉｃｔ （２）

Ｍｅｍｐｌｏｙｉｃｔ表示 ｔ 年度 ｃ 地区的母亲 ｉ 接受访问时是否就业； Ｍｗｏｒｋｈｏｕｒｉｃｔ表示 ｔ 年
度 ｃ 地区的母亲 ｉ 的每周工作时长；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ｃｔ表示 ｔ 年度 ｃ 地区的母亲 ｉ 接受访问时是

否面临子女升学压力；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ｃｔ 为控制变量； θｃ 为地区固定效应； μｔ 为年度固定

效应。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尤其是其中移动支付等技术的发展， 支付的便利性大大提高，
使母亲能够节省用于非生产性劳动的时间， 推动母亲参与劳动力市场， 减少其因子女

教育而产生的劳动损失， 即数字普惠金融在子女教育和母亲的劳动损失关系中存在调

节作用。 移动支付是数字普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且依托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为消费

者提供交易便利， 是影响母亲是否就业和工作时长最为相关的数字普惠组成部分。 因

此， 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分为总体意义上的数字普惠和更加具体的移动支付两个维度，

并使用总体数字普惠指数和移动支付指数作为二者的衡量指标。 对于总体数字普惠指

数， 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 （郭峰等， ２０２０） 进行

衡量； 对于移动支付指数， 本文选取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的 “支付业务”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 （郭峰等， ２０２０） 进行衡量。 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根据省份信息

与前述家庭数据进行匹配后， 为检验普惠金融的调节效应， 本文分别构建模型如下：
Ｐｒｏｂ（Ｍｅｍｐｌｏｙｉｃｔ ＝ １） ＝ Ｇ（α ＋ β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ｃｔ ＋ γ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ｃｔ × ＤＦｃｔ

＋ φＤＦｃｔ ＋ δ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ｃｔ ＋ θｃ ＋ μｔ ＋ εｉｃｔ） （３）
Ｍｗｏｒｋｈｏｕｒｉｃｔ ＝ α ＋ β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ｃｔ ＋ γ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ｃｔ × ＤＦｃｔ

＋ φＤＦｃｔ ＋ δ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ｃｔ ＋ θｃ ＋ μｔ ＋ εｉｃｔ （４）
其中， ＤＦｃｔ表示 ｔ 年度 ｃ 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分别用数字普惠指数和移

动支付指数衡量。 利用 ＤＦｃｔ与是否面临升学压力变量构建交互项， 检验数字普惠对母

亲劳动损失的调节作用。 其余变量含义均与式 （１）、 （２） 相同。

四　 实证检验

（一） 关于 “失去” 的验证

在基准回归中， 本文首先利用关键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再逐步加入

控制变量。 受篇幅所限， 本文仅展示无控制变量和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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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因素可能会影响母亲劳动参与， 且母亲劳动参与可能会随时间变

化有所不同， 因此本文分别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此外， 为了验证子

女升学压力对父母劳动参与是否存在不同影响，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分别报告了子女升

学压力对父母双方就业和周工作时长的估计结果。 对于二值变量， 目前学界一般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Ｌｏｇｉｔ 模型或经典的 ＯＬＳ 回归方法进行回归 （即 ＬＰＭ 模型）。 大量研究表

明这三类回归方法所得结论并无太大差异， 只是系数含义不同。 为了进一步佐证升学

压力对父母就业概率的影响， 本文在使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之外还汇报了 ＬＰＭ 模型的回归结

果。 对于每周工作时长这一连续因变量， 本文使用 ＯＬＳ 模型进行回归。

表 ３ 中的回归结果表明， 加入控制变量前后， 主解释变量的显著性、 系数变化不

大。 第 （１） ～ （３） 列显示子女升学压力会显著降低母亲的就业概率， 第 （７）、 （８）

列显示子女升学压力会显著减少母亲的工作时长， 表明了母亲隐性教育投资行为的存

在。 但第 （４）、 （５）、 （９）、 （１０） 列的结果共同表明子女升学压力对父亲参与劳动力

市场的状况没有显著负向影响， 在就业概率的 ＬＰＭ 模型中该回归系数在 １０％的条件下

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子女升学压力不仅不会降低父亲的劳动参与， 还有促进其增加工

作时长、 提高就业概率的倾向。 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 当子女面临升学压力时， 在

“男主外、 女主内” 的传统观念影响下， 母亲可能选择辞职或减少工作时间以便投入照

顾子女教育这类非生产性劳动中， 而父亲的劳动决策却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甚至为了

保证家庭经济收入而增加劳动供给， 以弥补母亲劳动参与减少带来的家庭收入损失。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是否就业 周工作时长

母亲 父亲 母亲 父亲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ＰＭ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ＰＭ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子女升学

压力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４）
－ ２􀆰 ８３２∗∗

（１􀆰 ４２４）
－ ３􀆰 ２６２∗∗

（１􀆰 ５４８）
０􀆰 ６４６

（１􀆰 ３６７）
０􀆰 ９７５

（１􀆰 ４６４）

个体、 家庭

及地域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１３１·

任康钰等： 失去与补偿



续表

是否就业 周工作时长

母亲 父亲 母亲 父亲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ＰＭ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ＰＭ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常数项
－ ０􀆰 ７２６
（０􀆰 ９２９）

０􀆰 ３９３
（０􀆰 ８４０）

２９􀆰 ７４４∗∗∗

（６􀆰 ４３５）
８３􀆰 ５７３

（８３􀆰 ２８５）
３３􀆰 ２４１∗∗∗

（５􀆰 ６０７）
８􀆰 ３６７

（７５􀆰 ４６０）
样本量 １９８２ １７０５ １７１９ １９４０ １６７７ １７１９ ２００６ １７１９ １９９９ １７１９

Ｒ２ ０􀆰 ２８９ ０􀆰 ２１７ ０􀆰 １６２ ０􀆰 １８７ ０􀆰 １６３ ０􀆰 ２１６
伪 Ｒ２ ０􀆰 ２３８ ０􀆰 ３２４ ０􀆰 １５６ ０􀆰 ３２６

　 　 注：∗、∗∗、∗∗∗分别表示 １０％、 ５％、 １％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中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报告的是边际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得到。

从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第 （２） 列回归结果看， 子女升学压力对母亲就业概率的边际

影响为 － ３􀆰 ９％ 。 从 ＬＰＭ 模型来看， 子女升学会使母亲的就业概率显著下降 ４􀆰 ５％ 。 从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第 （８） 列结果来看， 升学阶段母亲每周工作时间显著减少约 ３ 小时

１６ 分钟， 与 ３８ 小时 ４０ 分钟的平均周工作时长相比， 周工作时间减少 ８􀆰 ４４％ 。 可见，
母亲会因为子女处在升学期而辞职或缩减工作时长， 即子女教育的家庭责任是中国女

性劳动参与减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
（二） 关于 “补偿” 的验证

以上检验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显著降低母亲的就业概率、 减少母亲的工作时间，
从而造成母亲的劳动损失。 根据式 （３） 和式 （４） 的模型设定， 得到回归结果见表 ４。
回归结果显示， 数字普惠和移动支付均能显著缓解因子女升学而减少就业和工作时间

的情况， 存在显著的补偿效应。 具体而言， 在控制了相应控制变量、 地区和年份固定

效应后， 对面临升学压力的母亲来说， 其所在地区数字普惠指数每上升均值的 １０％ ，
母亲的就业概率可以提高 ０􀆰 ７１％ ， 母亲周工作时间可以增加约 ４１ 分钟； 移动支付指数

每上升均值的 １０％ ， 母亲的就业概率提高 ０􀆰 ７２％ ， 周工作时间增加约 ３４ 分钟。 如果母

亲可以熟练使用移动支付， 那么她可以在工作地点利用零碎时间为子女安排一部分衣

食住行， 而非必须从工作中抽身出来再投入这一非生产性劳动中去。 因此， 在面临子

女升学压力时， 移动支付的普及可以让母亲拥有更多时间用于工作， 也因此更可能在

子女升学时期兼顾家庭与工作， 不必辞职陪考。 如果移动支付发展水平较高， 母亲可

以进行灵活就业， 如经营小规模商铺， 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母亲因失去工作而面临的

劳动损失。 可见，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缓和母亲因子女升学而面临的就业概

率下降和工作时长减少的问题， 即缓解其劳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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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数字普惠和移动支付的调节作用

是否就业 周工作时长

数字普惠 移动支付 数字普惠 移动支付

Ｐｒｏｂｉｔ 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ＯＬＳ

（１） （２） （３） （４）

子女升学压力
－ ０􀆰 ０９７∗∗∗

（０􀆰 ０３６）
－ ０􀆰 ０９４∗∗∗

（０􀆰 ０２９）
－ ９􀆰 ８５７∗∗

（３􀆰 ９７７）
－ ８􀆰 ６７６∗∗∗

（３􀆰 ３６２）

子女升学压力∗数字普惠
０􀆰 ０３７∗

（０􀆰 ０２２）
３􀆰 ５２２∗∗

（１􀆰 ７９４）

数字普惠
－ ０􀆰 ０５５
（０􀆰 ２５５）

１１􀆰 １４９
（１８􀆰 ８７９）

子女升学压力∗移动支付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０）
３􀆰 ３６５∗∗

（１􀆰 ６８６）

移动支付
－ ０􀆰 ０７０
（０􀆰 １２６）

０􀆰 ６６２
（９􀆰 ７１６）

个体、 家庭及地域特征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８７􀆰 ０７０

（８３􀆰 ４８４）
８３􀆰 ３０１

（８３􀆰 ９７５）
样本量 １７０５ １７０５ １７１９ １７１９

Ｒ２ ０􀆰 １８９ ０􀆰 １８９

伪 Ｒ２ ０􀆰 ３２６ ０􀆰 ３２７

　 　 注：∗、∗∗、∗∗∗分别表示 １０％ 、 ５％ 、 １％ 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中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报告的是边际

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年

至 ２０１８ 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计算得到。

（三） 稳健性检验

前文的隐含假设是在家庭分工中母亲更多承担了照养子女的责任。 如果将样本范

围缩小到更严格符合 “男主外、 女主内” 的家庭， 上述结论依旧成立方可保证基本实

证策略的逻辑自洽和研究结论的稳健可信。 一般而言， 学历水平很大程度反映了个人

的工作能力及经济水平， 家庭夫妻双方中学历水平更高者通常承担为家庭创造经济收

入的责任， 而学历水平更低者则可能更多承担照顾子女这类家庭内部的无薪酬劳动责

任。 为此， 本文将男性学历和女性学历作差， 如果该差值为正则定义为 “男主外、 女

主内” 家庭， 并分别使用筛选出的 “男主外、 女主内” 家庭样本和非 “男主外、 女主

内” 家庭样本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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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表明， 在本部分定义的 “男主外、 女主内” 家庭样本中， 子女升学压力会显

著降低母亲的就业概率、 减少母亲的工作时长。 在非 “男主外、 女主内” 家庭样本中，
子女升学压力对母亲的就业概率和工作时间不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在补偿效应方面，
将样本缩小在 “男主外、 女主内” 家庭样本中时， 回归结果与前文类似， 地区的数字

普惠和移动支付发展仍然可以显著缓解母亲因子女升学而面临的劳动损失。 整体而言，
将样本范围缩小到本部分定义的 “男主外、 女主内” 家庭样本后， 回归结果与基础回

归结果类似， 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表 ５　 考虑家庭学历结构及父母家庭分工的影响

是否就业 周工作时长 是否就业 周工作时长

父母学历

差非负

父母学历

差为负

父母学历

差非负

父母学历

差为负

父母学历

差非负

数字普惠

父母学历

差非负

移动支付

父母学历

差非负

数字普惠

父母学历

差非负

移动支付

子女升学压力
－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８）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８）

－ ３􀆰 ２１８∗

（１􀆰 ７３３）
－ ３􀆰 ０３４
（３􀆰 ７８９）

－ ０􀆰 １１９∗∗∗

（０􀆰 ０４２）
－ ０􀆰 １１６∗∗∗

（０􀆰 ０３４）
－ ９􀆰 ５５０∗∗

（４􀆰 ４３７）
－ ８􀆰 ３２９∗∗

（３􀆰 ７５８）

子 女 升 学 压

力∗数字普惠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５）
３􀆰 ４５５∗

（２􀆰 ０１８）

数字普惠
－ ０􀆰 ２５３
（０􀆰 ２９６）

１１􀆰 ８８５
（２１􀆰 ３８５）

子 女 升 学 压

力∗移动支付

０􀆰 ０４９∗∗

（０􀆰 ０２３）
３􀆰 ２３４∗

（１􀆰 ９１５）

移动支付
－ ０􀆰 ０６２
（０􀆰 １４６）

９􀆰 ８０２
（１１􀆰 ８９６）

个体、 家庭

及地域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１１７􀆰 ６６７
（９３􀆰 ６２６）

１６４􀆰 ２６４
（１９８􀆰 ８９３）

１１９􀆰 ６６７
（９３􀆰 ７６６）

１０７􀆰 ３７７
（９２􀆰 ２４５）

样本量 １３２９ ３０６ １３３９ ３８０ １３２９ １３２９ １３３９ １３３９

Ｒ２ ０􀆰 ２０７ ０􀆰 ２０５ ０􀆰 ２０９ ０􀆰 ２０９

伪 Ｒ２ ０􀆰 ３１１ ０􀆰 ５７４ ０􀆰 ３１３ ０􀆰 ３１４

　 　 注：∗、∗∗、∗∗∗分别表示 １０％ 、 ５％ 、 １％ 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中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报告的是边际

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年

至 ２０１８ 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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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进一步检验

前文的分析检验了在子女升学阶段母亲劳动损失的存在性， 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

补偿作用。 然而， 在不同升学阶段的压力下， 母亲劳动损失的实现方式可能会有所不

同。 例如， 在升学压力较小的小升初、 中考阶段， 母亲可能主要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来

照顾子女教育。 而在升学压力大、 被认为是子女教育阶段最重要的高考阶段， 有相当

一部分母亲的劳动损失可能表现为就业概率的下降， 即辞职陪读。 因此， 有必要对不

同升学阶段进行异质性分析。 此外， 如果 “失去” 在子女不同升学阶段存在规模上的

差异， 那么 “补偿” 的规模是否也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 比如在中高考阶段， 由于中

国初中、 高中的早晚自习制度， 子女在学校的时间远多于在家中的时间， 照顾子女教

育的责任主要转移到了学校， 不再需要母亲花费大量时间待在家中照料子女教育。 这

种情况下， 母亲是否更能利用数字普惠跨越地理限制的优势节省消费时间或开展灵活

就业， 从而保障自己的劳动参与？ 因此， 有必要对数字普惠的补偿作用在不同升学阶

段的异质性进行分析讨论。

（一） 不同阶段升学压力的异质性影响

小升初考试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内部的升学考试， 多数地区会根据学生户籍及住房

所在地进行学区划片升学， 升学压力并不大。 但由于此时学生年龄较小、 自控能力差

且一般还没有晚自习安排， 母亲照料子女时间更长。 中考阶段， 升学压力普遍较大，

母亲往往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高考通常被中国家长视为决定命运的重要考试，

通常会使家长产生较大的焦虑情绪， 从而增加对子女教育的隐性投入。 因此， 不同教

育阶段升学压力对母亲劳动损失的影响也不同。 本部分按子女所处教育阶段对样本进

行拆分进行回归， 详细结果见表 ６。

表 ６　 不同教育阶段升学压力对母亲劳动损失的影响

是否就业 周工作时长

小升初 初升高 高升大 小升初 初升高 高升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子女升学压力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４）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７）

－ ０􀆰 １３０∗∗∗

（０􀆰 ０３７）
－ １􀆰 ８９１
（２􀆰 ４７８）

－ ５􀆰 ４８２∗

（２􀆰 ８１６）
－ ４􀆰 ５５９
（３􀆰 ３２４）

个体、 家庭及地域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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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是否就业 周工作时长

小升初 初升高 高升大 小升初 初升高 高升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常数项
－ ８３􀆰 ４８０

（１１７􀆰 ３７３）
３４４􀆰 ３３４∗

（２０５􀆰 ２８２）
４０􀆰 ３７２

（１２９􀆰 ８０１）

样本量 ６４０ ５２６ ４５６ ６７３ ５８７ ４５９

Ｒ２ ０􀆰 １６８ ０􀆰 ２５０ ０􀆰 ３０９

伪 Ｒ２ ０􀆰 ３５５ ０􀆰 ３７８ ０􀆰 ５１３

　 　 注：∗、∗∗、∗∗∗分别表示 １０％ 、 ５％ 、 １％ 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中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报告的是边际

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计算

得到。

表 ６ 显示， 在是否就业方面， 仅子女高考阶段母亲的就业概率在 １％置信水平下显

著下降， 边际下降 １３％ ， 规模远大于基准回归中的 ３􀆰 ９％ 。 相较于小升初、 中考， 高考

的竞争压力往往更大， 高考作为最重要的、 决定子女命运的考试， 家庭隐性投入更多，
尤其是母亲。 由于 “辞职陪读” 相较于 “减少工作时长” 是一种投入更大、 劳动损失

更大的照顾子女升学的方式， 母亲在意识到子女正面临读书阶段最大压力时， 往往会

倾向于使用这种隐性投资方式。 这一回归结果也佐证了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母亲 “辞职

陪读” 子女高考的社会新闻， 值得引起学界与社会重视。
在工作时长方面， 母亲倾向于在子女中考阶段减少周工作时间来陪护子女教育。

根据表 ６ 中第 （４）、 （５）、 （６） 列的结果， 相比较于对应阶段非升学压力对照组， 处

于中考阶段母亲周工作时间显著减少约 ５ 小时 ２９ 分钟， 这一减少幅度也远大于全样本

回归中的 ３ 小时 １６ 分钟。 中考阶段的子女还未完全养成自主学习习惯， 母亲往往倾向

于减少个人劳动参与， 将更多精力用于子女教育方面。 由于中考阶段的升学率高于高

考阶段， 且学生一般会倾向于在本省或本地级市升学， 不存在跨地域竞争， 整体竞争

压力较小， 因此母亲主要倾向于缩减工作时长而非直接辞职来照养子女升学。
小升初阶段升学压力对母亲的就业概率和周工作时长均无显著的负向影响。 这主

要是因为小升初考试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内部升学考试。 大多数地区的学生都会按照

划片制度升入本学区内的初中就读， 升学压力并不大。 在这一年龄阶段， 家庭对子女

的投入主要是照料子女生活， 而非照顾子女教育， 因此母亲的劳动供给并不会在子女

小升初前后产生较大波动。 表 ６ 第 （１）、 （３） 列的结果显示， 小升初阶段母亲的就业

概率和周工作时长都没有显著变化。 综上， 子女升学带给母亲的劳动损失主要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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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中考、 高考阶段， 而小升初阶段的升学压力并不会显著改变母亲的劳动决策。

（二） 数字普惠在不同升学阶段的异质性缓解作用

以上检验发现， 子女升学对母亲劳动参与的负面影响主要发生在中考和高考阶段。

那么， 数字普惠是否会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补偿效应？ 表 ７ 显示， 数字普惠和移动支

付均无法对小升初阶段母亲的劳动损失起到显著的缓解作用。 但在中、 高考阶段， 数

字普惠和移动支付均可以显著缓解母亲的劳动损失。 究其原因， 可能是在中、 高考阶

段， 母亲照顾的是具有一定独立生活、 自主学习能力的子女， 可以更加灵活地使用数

字普惠这类工具。 此外， 初三和高三的早晚自习制度使子女会有更多时间在学校度过，

母亲拥有更多可以灵活支配的时间。 因此， 数字普惠和移动支付更可能发挥其弥合地

理距离、 助力线上消费和灵活就业的功能， 从而降低母亲的辞职概率。 从工作时长指

标来看， 表 ７ 第 （５） ～ （８） 列显示数字普惠这一综合变量无法显著调节母亲的每周

工作时间， 但移动支付这一分变量可以显著缓解面临子女中、 高考升学压力时母亲的

劳动时间减少状况。 这意味着数字普惠对劳动时间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移动支付这

一分变量， 而非数字信贷、 数字保险等其他组成部分。 这是符合现实情况的， 数字信

贷和移动支付可以协同助力母亲的灵活就业， 从而提升就业概率。 而移动支付可以提

高母亲日常消费的便捷性、 缩减购物时间， 从而缓解母亲因子女升学而面临的工作时

间减少的情况。

表 ７　 数字普惠在不同升学阶段的异质调节效应检验

是否就业 周工作时长

数字普惠 移动支付 数字普惠 移动支付

小升初 中考、 高考 小升初 中考、 高考 小升初 中考、 高考 小升初 中考、 高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子 女 升 学

压力

０􀆰 ０８３
（０􀆰 ０５４）

－ ０􀆰 ２２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４）
－ ０􀆰 １９２∗∗∗

（０􀆰 ０３７）
－ ９􀆰 ００８
（６􀆰 ０９８）

－ １２􀆰 ４９７∗∗

（５􀆰 ５６０）
－ ７􀆰 ０３５
（５􀆰 ３４９）

－ １１􀆰 ７４５∗∗

（４􀆰 ６１２）

升学压力∗
数字普惠

－ ０􀆰 ０４９
（０􀆰 ０３３）

０􀆰 １００∗∗∗

（０􀆰 ０２５）
３􀆰 ８１２

（２􀆰 ５３８）
４􀆰 １６４

（２􀆰 ６２７）

数字普惠
－ ０􀆰 ３４７
（０􀆰 ３７５）

０􀆰 １２７
（０􀆰 ３２６）

２７􀆰 ７３６
（２９􀆰 ８６３）

－ １􀆰 ９５９
（２５􀆰 ５８２）

升学压力∗
移动支付

－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１）

０􀆰 １０１∗∗∗

（０􀆰 ０２３）
３􀆰 ２４１

（２􀆰 ５５１）
４􀆰 ３６９∗

（２􀆰 ３８１）

移动支付
－ ０􀆰 ２５３
（０􀆰 ２３３）

－ ０􀆰 １３８
（０􀆰 １３３）

３􀆰 ８８１
（１４􀆰 ６２６）

－ ２􀆰 ２８０
（１３􀆰 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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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是否就业 周工作时长

数字普惠 移动支付 数字普惠 移动支付

小升初 中考、 高考 小升初 中考、 高考 小升初 中考、 高考 小升初 中考、 高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个体、 家庭

及地域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 ８０􀆰 ６２７

（１１７􀆰 ５４３）
１９７􀆰 ０８９

（１２１􀆰 ５５０）
－ ９１􀆰 １４９

（１１５􀆰 ６５６）
１９７􀆰 ０２０

（１２４􀆰 １４２）

样本量 ６４０ １０３９ ６４０ １０３９ ６７３ １０４６ ６７３ １０４６

Ｒ２ ０􀆰 １７２ ０􀆰 ２３２ ０􀆰 １７０ ０􀆰 ２３３

伪 Ｒ２ ０􀆰 ３６０ ０􀆰 ３７０ ０􀆰 ３６０ ０􀆰 ３７２

　 　 注：∗、∗∗、∗∗∗分别表示 １０％ 、 ５％ 、 １％ 的显著水平；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中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报告的是边际

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年

至 ２０１８ 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计算得到。

总的来说， 面临中、 高考阶段升学压力的母亲更可能利用数字普惠和移动支付来

节省日常消费时间或进行灵活就业。 因此，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 高考阶段母亲的劳动

损失的缓解作用更大。

六　 总结及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高度重视子女教育且母亲通常是家庭教育投入的主要承担人的

特征事实， 讨论了子女升学压力是否会显著造成母亲的劳动损失， 分别检验了母亲劳

动损失的两种表现形式： 劳动时间减少或就业概率降低。 此外， 本文提出了近年来蓬

勃发展的数字普惠金融可能对这一损失起到的缓解作用。 本文既深化了对中国家庭隐

性教育投资的研究， 也丰富了数字普惠对家庭经济行为影响的研究。 实证检验揭示了

如下结果： 第一， 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每周工作时间显著减少约 ３􀆰 ２６ 小时， 就业概

率降低约 ４􀆰 ５％ ， 而对父亲的周工作时间和就业概率没有显著影响； 第二， 数字普惠金

融能够显著缓解母亲的劳动损失， 即显著减少子女升学导致的就业概率降低和工作时

间减少的情况； 第三， 母亲的劳动损失主要发生在中、 高考阶段， 但不同阶段的劳动

损失表现形式不同， 面临中考升学压力时母亲的工作时间显著减少， 而面临高考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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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时母亲的就业概率显著降低； 第四， 数字普惠能够更为显著地缓解中、 高考阶段

母亲的劳动损失， 从而使中年女性群体得到更多的补偿。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 面临中、 高考升学压力时， 母亲倾向以放弃劳动参与、 减少

工作时长的形式陪护子女， 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母亲这一牺牲带来

的劳动损失。 因为这两个阶段中， 子女在校时间可能因为晚自习等安排拉长， 从而使

母亲拥有更多可以灵活支配的时间， 使数字普惠便利消费、 促进灵活就业的特点得到

更大发挥。 以上研究结论对更好理解中国当下的教育 “内卷化” 现象和数字普惠对家

庭经济行为的惠及作用有所帮助。
随着教育竞争的加剧， 中国家庭隐性教育投入的规模不断加大， 而这一投入的主

要承担人往往是母亲， 这可能会导致其个人工作、 事业受损， 甚至中断。 由于这类损

失主要发生在子女中、 高考阶段， 这个阶段的母亲的年龄通常较大， 在知识技术迭代

快速、 劳动市场竞争激烈、 “３５ 岁现象” 等时代背景下， 往往存在着被就业市场淘汰

的风险。 这不仅会降低家庭收入， 也会使得家庭劳动分工进一步固化， 影响家庭劳动

供给， 进而导致中国人才市场中女性人才的缺位。 因此， 社会应当高度重视家庭的隐

性教育投资行为， 关注子女升学期母亲的劳动决策， 评估母亲减少工作时间甚至退出

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率损失。
此外， 继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显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能够显著缓解母

亲因子女升学而面临的劳动损失。 各地区应当注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和配套制度的

建设， 推广数字普惠知识， 从而充分发挥数字普惠对家庭教育投资的惠及作用， 缓解

女性因子女升学所面临的劳动损失， 帮助中国女性解决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抉择矛盾，
进而提高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助力其事业发展， 增加人才供给。 这在中国当前生

育率低、 人口负增长及老龄化加重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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